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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郭沫若屈原言说建立在古文字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
成果之基础上，也有一些文学性的想象和展开，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

“五四”时期，郭沫若从个性解放的角度言说屈原；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他彰
显屈原作为 “爱国诗人”的一面，但对爱国的革命文学家和革命者之关系

则充满了疑惑；１９４２年后，他在屈原言说中突出 “人民性”话语，但也不

掩饰屈原强烈的个性特征和抒情风格，从而让他的屈原言说呈现出复杂的内

在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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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曾坦言，“屈原是我最喜欢的一位作家”，① 从识字接触中国传统

文化到１９７８年逝世，郭沫若始终喜爱着屈原。他小时候读 《史记》，就对屈

原深感兴趣，１９１２年在旧体诗 《寄先夫愚八首》和为亡友吴耦逖所写的挽

联中，两次出现屈原的典故，其后于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伐战争

时期、流亡日本时期、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等

不同历史阶段，他都对屈原深致敬意，有所研究。直到去世前一年，他还挑

出了礼赞屈原的 《黄钟与瓦釜》 （１９６３年作）发表在 《人民日报》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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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６０余年的时间里，郭沫若以屈原为主题，用旧体诗、新诗、古诗今译、
小说、学术论著、剧本、杂文、报告等多种文体形成了丰富而复杂的屈原言

说。这些言说以学术论文和戏剧创作为代表，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对于郭

沫若话剧 《屈原》的研究，学界已多有展开，关于郭沫若在全面抗战时期

的屈原研究和言说也有不少研究成果。① 但目前的研究多侧重于横切面的

研究，即侧重于对郭沫若某一时期屈原言说的研究，而从纵的方面归纳郭

沫若的屈原研究和言说特点的成果还比较少见，本文以郭沫若长达 ６０余
年的屈原研究与屈原赋今译及相关杂文为对象，分阶段对他以屈原为主题

的古典文学研究和使用与屈原相关的典故以阐发时代主题的特点略作

探讨。

一、追求个性解放的屈原

郭沫若屈原言说的第一阶段出现在 “五四”时期，虽然他在该时期

没有写出屈原专论，但在多篇作品中都提到屈原。他主要凭着自己诗人

的灵感言说屈原，对于学界已有的屈原研究参考不多。他从自己不太成

熟的中国古代的历史观念出发，将屈原塑造成为一位追求个性解放的诗

人，对于屈原和楚国的关系、屈原和人民的关系都没有涉及，是较典型

的文人写史。

“五四”时期郭沫若对屈原最早的言论出现在１９２０年初写给宗白华的信
中。在这封信中，郭沫若以 《东君》中东君同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

（Ａｐｏｌｌｏ）在 “乘车马，操弧矢，射天狼等等几无不相类”为据，证明 “人

类全体有一共栖时代之说，可于神话传说中寻出有利之证左”。② １９２０年底，
郭沫若完成了以屈原为主人公的诗剧 《湘累》， 《湘累》中屈原的台词实际

上是郭沫若的 “夫子自道”，除表达了郭沫若本人的诗学理想外，还 “借屈

原之口，抒发了自己对 ‘混浊的世界’的愤懑之情，表现了自己为 ‘无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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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百姓’而长太息的赤子之心”。①

郭沫若最早对屈原所作的系统论述出现在 １９２１年写作的 《我国思想

史上之澎湃城》。他在这篇文章中将屈原思想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

是 “因袭时期”，代表作品为 《离骚》 《九歌》，因为这些作品 “颇带神

秘的色彩”，故而 “因袭三代之思想而未变”。第二个时期是 “怀疑时

期”，代表作品为 《天问》 《九章》，因为这些作品 “对于天问及其他因

袭之观念始大起怀疑”。第三个时期以 《远游》为代表，借作品中人物的

观念表达对于 “宇宙人生之彻悟”，这个时期的屈原思想 “由多神的，神

秘的思想，一变而无神的老庄派之形而上学”。② 郭沫若对屈原思想的分

期是在他对中国历史的分期中凸显出来的。在与欧洲文化的类比中，郭沫

若将中国古代历史分为三期。③ 其中第二期，也就是夏殷至西周这一千多

年的历史，被郭沫若称为中国历史上 “第一次之黑暗时代”，④ 屈原的

《离骚》 《九歌》就处于这个时代的阴影之下。在郭沫若看来，《天问》

充满了怀疑思想，体现了文艺复兴 （Ｒｅｎａｉｓａｎｃｅ）的精神。郭沫若重点讨
论了 《天问》，“吾人试细味屈子原文，可知其深为有扈氏鸣不平。聊借

他人之酒杯，以自舒愤懑”，“屈子殆深为有扈氏呼冤而因以疑天帝之存

在”。⑤ 这正表现了郭沫若当时的屈原言说取向：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

块垒。

关于屈原的 “怀疑”和 “彻悟”，郭沫若在 《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中

有比较详细的论述。郭沫若认为，对于宇宙人生，人类在不开眼的时代 “是

最幸福的时代”，但人类逐渐 “把我们的心眼睁开内观外察”时，才发现有

很多即便是科学也不能回答的问题，屈原 “在 《天问》《卜居》之中对于宇

宙人生发了许多的疑问，他是知道上帝的名称的，他也是知道本体的悬拟

的”，“他曾梦想上天，但升至中道又失了航路。形而上学的灰色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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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终竟于他无补，他终竟跳在汨罗里面死了”。在郭沫若看来，这种因为彻

底怀疑而自杀其实并不可取，他心中的偶像是浮士德。浮士德在 “大悟一

番”后，献身于 “陶醉之中”，献身于 “至痛苦的受用”，他要在他的内部

的自我中领略 “人生一切的痛苦”，从而 “把一切的甘苦都积在胸中，把自

身的小己推广成人类的大我”。①

郭沫若在 “五四”时期以西方理论为观照，在跟西方文化发展的类

比中确定屈原在历史上的位置，突出了个性鲜明、充满怀疑精神的诗人屈

原形象，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郑振铎就曾说，屈

原的诗完全是抒写 “他自己的幽苦愁闷的情绪，带着极浓厚的个性在里

面”。② 日本学者陈舜臣也论述说：“屈原在诞生于部落集体的非个性的文

学容器里，装入了自身强烈的个性，这已经不再仅是 ‘楚国之诗’，更是

‘屈原之诗’了。”③ 这些观点都比较接近郭沫若 “五四” 时期的屈原

言说。

二、作为爱国的革命文学家而非革命者的屈原

１９３５年，正在日本东京郊外流亡的郭沫若应开明书店之邀，写作 《屈

原》作为 “中学生丛书”之一并出版单行本。该书是郭沫若关于屈原的第

一本专著，由 《屈原的存在》 《屈原的作品》 《屈原的艺术与思想》 《离骚

今言译》四部分组成。《屈原》和他当年所作的长文 《屈原时代》一起，构

成了他屈原言说的第二阶段。在此阶段，郭沫若着重从文学与革命之关系的

角度思考屈原。作为著名学者，他习惯于将其思考建立在严谨的学术研究基

础上。

郭沫若首先批驳了 “屈原否定论”。他据谢无量 《楚辞新论》得知

廖平和胡适都否定屈原的存在，而他们的论据主要是 《史记·屈原贾生

列传》中屈原传的部分不可靠。廖平在 “《楚词讲义》《五变记》中，开

始全面否定屈原对 《楚辞》作品的所有权，并进而否定屈原在历史上的

真实存在。”④ 胡适列出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关于屈原部分的不可

靠处，认为 “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 ‘箭垛式’的人物”，⑤ 从而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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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屈原的存在。谢无量却认为：“怀疑 《史记》是一事，屈原的有无又是

一事，就是 《史记》都不对，也不能说屈原这个人完全没有，况其中恐

怕还不无研究的余地吗！”① 郭沫若认同谢无量的观点，“屈原之存在与否

和 《屈原传》的可靠不可靠也没有必然的关系”，他认为在司马迁之前

贾谊和刘安以及 《卜居》 《渔父》的作者都讨论过屈原，所以即便 《屈

原传》在细节上 “有疏失和后人所窜改的地方，而在大体上是不能推

倒的”。②

在批驳 “屈原否定论”的基础上，郭沫若考证了屈原的生卒年，确凿

证明了屈原的存在。屈原的生卒年历来是一大悬案，梁启超曾说：“我们最

抱歉的，是不能知道屈原生卒年岁和他所享年寿。”他引用日本学者博文大

略的说法，认为屈原大约生活于公元前 ３３８年至公元前 ２８８年。③ 而郭沫若
却继承了王逸、王夫之等人的观点，认为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中的 “摄提”是岁星名，是 “摄提格”的简称，并参照 《吕氏春秋》，推断

出屈原生于公元前３４０年，并由 《哀郢》等篇章推断出屈原卒于公元前 ２７８
年。④ 郭沫若的说法影响了此后浦江清、林庚等人的观点。但 “摄提”究竟

指季节还是指年份，各家说法多有分歧，由此对于屈原生卒年的推测也不尽

相同，⑤ 总体上以郭沫若的说法影响最大。

关于 《楚辞》的真伪，即 《楚辞》中哪些作品是屈原所作的问题，

历来也有很多争议，郭沫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黄文焕、梁启超、游国恩

等学者均认为 《招魂》为屈原自作。刘向、王逸、严可均都认为 《招魂》

是宋玉所作，陆侃如认为，“《招魂》当然要归还宋玉了”。⑥ 李长之也说，

“屈原要死，《大招》和 《招魂》要活，大不同就在此”，“《招魂》归之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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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作，是极合理的”。① 廖平、何天行等学者认为 《招魂》既非屈原作，

也非宋玉作。郭沫若从人称、用词特点等方面明确 《招魂》为屈原自作。

此外，他对有争议的作品 《远游》《卜居》 《渔父》也进行了考察。他同

意陆侃如、游国恩的观点，认为这三篇不是屈原所作。胡适在 《读楚辞》

中认为：“《九歌》与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

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② 陆侃如、游国恩同意胡适的观

点。郭沫若批评他们的观点 “难以令人首肯”，他肯定 《九歌》作于屈原

“早年得志的时候”。③ 郭沫若对屈原作品创作时间的排序就是建立在这些

研究之基础上的。早在 １９２１年，郭沫若对屈原作品就曾按照创作时间排
序为 《离骚》《九歌》 《天问》 《九章》 《远游》。经过仔细研究，郭沫若

在 １９３５年的 《屈原》中认为： 《离骚》是屈原 “最晚期的作品，也是他

的最成熟的作品”；《九歌》 “当作于他的早年得志的时候”；《天问》作

于 “襄王时他被放逐于汉北以后，是在 《悲回风》之后，《哀郢》之

前”；《九章》非作于一时，《橘颂》最早，其余八篇与 《离骚》 《天问》

同，都是屈原放逐以后的晚期作品，顺序依次为 《悲回风》 《惜诵》 《抽

思》《思美人》《哀郢》《涉江》《怀沙》《惜往日》；《招魂》也为屈原早

期的作品。据此，郭沫若将屈原作品分为三期：第一期包括屈原 ５０岁以
前的作品，有 《橘颂》 《九歌》 《招魂》；第二期为 ５０岁至 ６２岁时的作
品，包括 《悲回风》《惜诵》 《抽思》 《思美人》 《天问》；第三期为屈原

６２岁时 ３至 ５个月短短几个月间的作品，包括 《哀郢》 《涉江》 《离骚》

《怀沙》 《惜往日》。④ 对屈原作品的如此分期，基于郭沫若独特的研究

所得。

在肯定了屈原的存在、确定了屈原的生卒年和其作品后，郭沫若主要从

爱国的角度肯定屈原的意义。司马迁、班固、朱熹等传统文人对屈原的解读

侧重于 “忠君”说与 “怨刺”说，又以 “忠君”说占主流，黄文焕 “千古

忠臣，当推屈子为第一”⑤ 是其代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后，也有论

者认为屈原的 “诚信忠贞，也可代表东方民族的精神”。⑥ 梁启超首开屈原

“爱国”说，他在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屈原生于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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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其国家观念之强盛……”① 有论者认为：“深具启蒙眼光的梁启超开始改

写屈原的千古忠臣形象，对传统屈原阐释的词汇与价值均予以抛弃，而将其

业已形成的现代国家观念赋予屈原，开始塑造一个现代民族主义者屈原。”②

梁启超的观点影响很大，伍庄在 １９２６年发表文章说：“屈原盖认定楚国者，
我屈原之楚国也，怀王虽疏之放之，屈原之爱楚国自若。马志尼以意大利为

爱妻，屈原亦以楚国为嘉耦。”③ 郭沫若继承了梁启超等人关于屈原 “爱国”

的观点， 《屈原》最后一节标题为 “言行一致的爱国诗人”，着重论述了

“屈原又根本是一位爱国者”。④

屈原 “爱国”是梁启超以来大多数屈原研究者的共识，但在何种层面

上爱国才更有效果，则是郭沫若这一时期的屈原言说更为深刻的地方。

郭沫若认为，楚国无论从疆域还是从富庶程度上说，都有可能实现大

一统的目标，但偏偏被后起的秦国战败了。屈原的 “不甘心也就是楚人

的不甘心，由这不甘心所生出的他的悲愤的文辞也就是楚人的呼吸，楚人

特别爱他的辞，特别哀他的死，更由他的辞与死而增涨了民族的义愤”，

“由楚人所产生的屈原，由屈原所产生出的 《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

是把中国统一着的。中国人如不灭种，中国文如不消灭，《楚辞》没有毁

灭的一天。楚人的功劳是不朽的，屈原是永远存在的。”⑤ 可见，郭沫若

在论述中区分了屈原在事实上的失败与在精神上的胜利。他认为屈原和

楚国虽然在事实上失败了，但在精神上却统一了中国。在郭沫若这里，

文学作品充当了民族形成和统一的重要媒介，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甚

至比武力来得更为重要。但果真如此么？郭沫若很快就对这种论述有了

反省。

这种反省体现在 １９３５年 １１月郭沫若所写的 《屈原时代》一文中。该

文是 “由社会史的一个角度里来作的观察”。郭沫若赞美屈原 “在诗域中

起了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但伟大的文学家屈原不过是 “在时代的边际

上彷徨”。郭沫若遗憾屈原没有充分发动楚国的民众，成就千秋功业，改

写中国历史，并对此扼腕不已。“如果屈原真是那样的实际家，秦楚的争

霸真真是未知鹿死谁手，中国的历史上或者也可以免掉吕政和项羽那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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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学无术的狂人所演出的摧毁文化，活埋民众的万世不能磨灭的国耻

了！”① 这说明在此时的郭沫若心里，文学家在时代大潮中不能仅仅从事文

学创作。郭沫若真正欣赏的，是那些能够领导民众进行实际政治斗争的政治

活动家。

完成 《屈原时代》半年之后，郭沫若写了小说 《贾长沙痛哭》。在这篇

小说中出现了一种观点，就是要求 “文人”恪守自己的专业，不要干预政

事。贾谊不甘心做一名文人。他做梁王太傅时，教梁王骑马射箭，但梁王坠

马而死，贾谊受到大臣们的谴责中伤，在病中看见了屈原的幻影，于是跟屈

原展开了对话。② 他们的对话是两个主体之间的对话，贾谊的观点延续了

《屈原》中的观点，但屈原的自我剖析则是 《屈原时代》中的观点。这两

种观点并置在小说中，体现了郭沫若在评价屈原上的矛盾：一方面他觉得

屈原没有领导民众，只是自己跳水而亡，这是一种失败；另一方面，他觉

得屈原跳水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可以凝聚起民族的意志。这事实上和郭沫

若当时的处境相关。写作 《屈原》与 《屈原时代》时，流亡中的郭沫若日

益感到了全面抗战的临近，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他究竟应该处于何种位

置？他参加过北伐，从事过实际斗争，但在人们眼里，现在的他只是著书

立说的一介文人。郭沫若通过对屈原的研究和言说，思考着创作和从事实

际革命工作究竟哪个更迫切的问题，这决定着他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人生

走向。

三、屈原既是民族诗人，也是人民诗人

郭沫若在 《屈原时代》中遗憾屈原没有发动楚国民众抵抗暴秦，他个

人则避免了这一历史教训，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秘密回到国内，担任了国民政

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从事抗战动员工作。

全面抗战时期是郭沫若关于屈原言说的第三阶段，代表作是剧本 《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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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和长文 《屈原思想》，学界对剧本 《屈原》的研究已经比较丰富，本文

着重考察 《屈原思想》及相关杂文中关于屈原形象的塑造。此时郭沫若着

重张扬了屈原爱祖国爱人民的 “民族—人民”① 诗人形象，他对屈原作为

“民族诗人”形象的强调和大后方的多数屈原言说是一致的。但在屈原的不

足之处何在、是否代表儒家、如何评价屈原思想中的儒家因素等方面，郭沫

若和当时多数学者是有分歧的。从 １９４２年起，郭沫若开始强调屈原的 “人

民性”，而 “人民性”又是和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联系在一起的，体现了郭

沫若在抗战后期对于中国出路的思考。

１９４０年，大后方有关屈原的研究和言说逐渐增多，人们要以屈原来激
励民众的爱国志气。６月 １０日，端午节，重庆文化界纪念屈原，有人提议
将这天定为诗人节。② 没有材料说明郭沫若参加了这个晚会，但他跟文化界

显然就此议题有过沟通交流，所以这天郭沫若在 《新华日报》发表了 《革

命诗人屈原》，并于前一天在 《大公报》发表了早在 ５月 ３日就写成的 《关

于屈原》。

在 《关于屈原》中，郭沫若将屈原作为 “民族诗人”。③ 彰显屈原 “民

族诗人”的一面，正是文协发起诗人节的重要目的，也是郭沫若自 １９３５年
以来屈原言说一以贯之的主题，所以郭沫若积极参与到了塑造屈原 “民族诗

人”形象的活动中去。但在 《新华日报》发表的 《革命诗人屈原》中，郭

沫若却重申了他以往的研究成果，认为 “中国的诗，在屈原手里是起了一次

大革命的”，④ 但屈原并不是真正的革命家。在郭沫若看来，真正的政治家

和革命家能够动员民众来完成他的政治目标，所以屈原顶多只能算是革命诗

人，而不能算是革命者。以革命者的标准衡量屈原，这在 “民族诗人”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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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中显得颇为另类，也是郭沫若屈原言说比较独特的地方。但他不久后就放

弃了这种观点，并从革命家和诗人、民族性和人民性统一的角度去思考屈原

的意义。

１９４２年，侯外庐和郭沫若就屈原的思想和艺术展开了一次讨论。侯外
庐和郭沫若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赞成春秋战国时代为中国奴隶社会

向封建社会转折的时期，都在社会大变革这一经济基础上考察屈原思想这

一上层基础，都认为屈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侯外庐认为儒家思想是

保守的奴隶主势力的代表，而郭沫若则认为儒家思想代表了先进的地主阶

级的利益。由于对儒家的评价不一致，郭沫若和侯外庐关于屈原的评价也

就不一致。在这次讨论中，郭沫若着重提出了屈原的 “人民性”，这和单

纯强调屈原的 “民族诗人”身份拉开了距离，是郭沫若此后屈原言说的

基石。

侯外庐将屈原放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大变革背景下去考察，认为屈原深受

儒家的影响，而儒家代表的是没落的公族利益。“儒家的 ‘先王’在于复

礼，他的世界观便是在不祥与必穷的春秋战国，想藉理想的仁人君子之推

度，而复 ‘明分制别’的周制。”① “屈原对于这一传统是无疑想继承的。他

上称尧舜，中道汤武，下仪及齐桓，亦受了儒家明王法度的严格影响。”②

所以在侯外庐看来，屈原的世界观是落后的，对于变革现实有阻碍作用。

侯外庐借鉴马克思、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论述，认为

“屈原的世界观，和他的求真的方法论是矛盾的”，“作为人民作家的屈原，

用他的歌唱，代表了人民的喉舌，与普希金之同情于十二月党的自由诗歌，

同具价值！然而屈原是表里一致的革命诗人么？这又不然。他对于当时的

贵族，固然发出尖刻的嘲骂，但毕竟他也和普希金的命运相似，他是一个

三闾大夫，对于没落的公族制，反而寄着哀心的同情感，他之尊君 （怀

王）犹之乎十六、七世纪的英国的进步皇室之拥护王权，也犹之乎巴尔扎

克的贵族世界观，企图改善当时公族专政的制度”，“但他的主观理想主义

遭受失败，他既不能 ‘伴’着 ‘好恶不同’的人民，又不能无条件地

‘援’助那些 ‘众口铄金’的和自己 ‘同极’的贵族”，“他一方面 ‘不

变’志 （世界观）；他方面又 ‘不能变心以从俗’ （方法论），他穷于矛盾

的结果便产生了 ‘固将愁苦而终穷’的下场”，屈原是 “战国时代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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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１０日，第 ４５页。
侯外庐：《申论屈原思想———衡量屈原的尺度》， 《中苏文化》第 １１卷第 １、２期合刊，
１９４２年 ６月 １０日，第 ５０页。



镜子”。①

侯外庐将屈原的世界观归结为没落公族的一方，这不利于郭沫若对屈

原的借用，虽为同一阵线的朋友，郭沫若也必须有所回答。也正是在这次

论争中，郭沫若将屈原作为革命者和文学家、民族诗人和人民诗人的形象

做了统一。

１９４２年２月１０日，郭沫若完成了 《屈原思想》，这是郭沫若在全面抗

战时期有关屈原言说的代表作。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赞同侯外庐所认为的

屈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矛盾的这一看法，但他认为屈原有着前进而革命的

世界观，只是在构想与遣词技术上有些保守。② 郭沫若虽然重申在诗歌中引

进方言、打破旧的诗体、用民间生活和语言复活了已经僵定的诗歌是屈原的

伟大贡献，③ 但他对于屈原作品的浪漫主义倾向并不满意。他认为屈原已经

接受了儒家的思想，在 《天问》中又表达了强烈的怀疑精神，“而在艺术上

却是一位南方式的浪漫主义的诗人”，④ 具体表现为在楚文化的影响下，在

诗里面表现天堂、地狱、神鬼。作为一位艺术家，屈原的作品是生活的反

映，屈原诗中的天堂、地狱、神鬼是南方生活习惯比北方落后的体现。同

时，郭沫若遗憾屈原只有诗歌，“可惜他的作品其留存于世的只有诗而无文，

这却不免是一件憾事”。⑤ 此外，郭沫若还着重阐释了屈原思想的 “人民

性”，并认为屈原之所以自杀，是因为他先进的思想跟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郭沫若认为，屈原处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人民的价值提高了，

故尔伦理思想也发生了变革，人道主义的思潮便澎湃了起来”。屈原把握住

了时代精神，他就不仅仅是一位诗人了。⑥ “他的自杀的原因倒是由于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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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处在这一变革的时代，他的忠贞节操可以代表人民而怨忧，反之在新兴人类不能

独立地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 （秦国也是在旧址上革新），又可以产生他的历史长诗，恋

忆于古旧的 ‘王制’。这是具体的历史矛盾，屈原的诗歌，正反映了 ‘战国时代的一面

镜子’。”见侯外庐：《屈原思想的秘密》，《中苏文化》第 １１卷第 １、２期合刊，１９４２年
６月 １０日，第 ２０页。
参见郭沫若：《屈原研究》，群益出版社 １９４３年版，第 １０６页。
参见郭沫若：《屈原研究》，群益出版社 １９４３年版，第 １４３页。
郭沫若：《屈原研究》，群益出版社 １９４３年版，第 １４０页。
郭沫若：《屈原研究》，群益出版社 １９４３年版，第 １４３页。
郭沫若认为：“在奴隶制度时代是把人当成牛马，现在是要求把人当成人了。把人当成

人，便是所谓仁。”屈原 “是深深把握着了他的时代精神的人，他注重民生，尊崇贤能，

企图以德政作中国之大一统，这正是他的仁，而他是一位彻底的身体力行的人，这就是

他的义，像他这样大仁大义的人物，我觉得实在是可以 ‘参天地’，实在是如他自己所

说：‘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的。他倒不仅是一位革命诗人，更说不上什么

‘艺术至上主义者’了”。参见郭沫若：《屈原研究》，群益出版社 １９４３年版，第 １２０、
１３５～１３６页。



理想和楚国当时的现实相隔太远，不能不使他失望。因而他便只好演出一幕

殉道者的悲剧了。”① 也即屈原即便没有深入发动民众，但由于他的思想代

表了人民，他也就不仅仅是一位 “革命诗人”，而且还是一位革命者了。于

是郭沫若从这个角度解决了他长期以来有关革命文学家是不是革命者的疑惑

和矛盾，《屈原思想》从而既是郭沫若屈原言说的一个重要推进，也是他本

人思想发展的重要标志。

同时，在郭沫若看来，楚国跟秦国的对立是 “德政”跟 “刑政”的

对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集团的世界观跟落后的社会集团的世界观的对

立。这显然隐喻的是中华民族跟日本侵略者的对立。在楚国内部有 “壅

君”和 “群小”，他们阻挠着屈原理想的实现，最终导致楚国的灭亡，这

其实隐喻着 “皖南事变”后不断制造摩擦、防止共产党在抗战中壮大力量

的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这两层隐喻，是 《屈原思想》和抗战时局联系在一

起的生动体现。在后来的表述中，郭沫若强调了 “人民性”和 “民族性”

的统一：“屈原无疑是一位政治性很浓重的诗人，而他的政治观点就是替

人民除去灾难，对内是摒弃压迫人民的吸血佞癰，对外是反抗侵略成性的

强权国家。”② 正如论者所说，郭沫若此时塑造的屈原，是 “有意识地占据

人民立场，对内反抗腐朽统治者、对外反抗侵略的 ‘民族—人民的’

诗人”。③

当然，“这场论争不只是郭沫若和侯外庐的分歧，实则隐含着郭沫若和

整个左翼阵营的分歧。当时左翼阵营内部对儒家大多持否定态度，只不过否

定的角度各有不同”。④ 郭沫若和侯外庐对于屈原的评价涉及新史学阵营如

何看待儒家这一重大问题，在随后围绕郭沫若的先秦诸子思想的争论中有所

展开。⑤ 这是另一问题，本文不做讨论。

四、郭沫若屈原言说的内在张力

在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５３年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郭沫若多次用白话译 《楚辞》，

并对部分语句的翻译反复推敲、多次修改，其关键改动处带有鲜明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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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屈原研究》，群益出版社 １９４３年版，第 １４４页。
郭沫若：《由诗人节说到屈原是否弄臣》，《新华日报》１９４６年 ６月 ７日。
唐文娟：《“民族—人民”诗人的生成———马克思主义视野与抗战时期郭沫若的屈原研

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２０２１年第 ６期，第 １４页。
唐文娟：《“民族—人民”诗人的生成———马克思主义视野与抗战时期郭沫若的屈原研

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２０２１年第 ６期，第 １０页。
参见黄晓武：《１９４２年郭沫若与侯外庐关于屈原思想的论争》，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
刊》２００６年第 ６期，第 １６４页。



色彩。

《离骚今译》有三个版本，分别为 １９３５年 《屈原》版、１９４３年 《屈

原研究》版以及 １９５３年 《屈原赋今译》版。后面的版本对前面的版本多

有修改，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改动在于 “民”字。 《离骚》中多次出现

“民”。对于 “哀民生之多艰”，１９３５年版译为 “我哀怜我生在这世上多受

艰苦”，① 释 “民”为 “我”；１９４３年版改为 “我哀怜那人民的生涯多么艰

苦”，② １９５３年版改为 “我哀怜着人民的生涯多么艰苦”，③ 释 “民”为

“人民”。“民”字译法的改动，表征了郭沫若屈原研究中来自 “人民性”的

影响。

郭沫若认为甲骨文、金文中的 “民”就是 “奴隶”。他在 《释臣宰》中

认为 “臣民均古之奴隶也”。④ 这一观点在 《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有了

进一步的说明。⑤ 《释臣宰》完成于１９２９年，但１９３５年郭沫若今译 《离骚》

时并没有采用他的甲骨文研究成果来释读 《离骚》中的 “民”字。这说明

郭沫若在当时还没有将屈原与奴隶、“人民”联系起来，《离骚》还是这位

贵族诗人的自我抒情。直到 １９４３年，郭沫若把屈原放在奴隶社会到封建社
会的大变革背景下去考察时，才用他在 《释臣宰》中的观点释读 《离骚》

中的 “民”。

郭沫若释 “民”为 “人民”，跟当时很多楚辞研究者的看法并不一致。

闻一多在 “哀民生之多艰”文下注释说：“民犹人也。本篇民字皆训人，下

文 ‘终不察夫民心’，‘相观民之计极’，‘民好恶其不同兮’，民并一作人，

可证。 《远游》曰：‘哀人生之长勤’，与此语意同，是民生即人生。下文

‘民生各有所乐兮’同 （说本蒋骥、游国恩）。”⑥ 林庚更是针对郭沫若的观

点，在 《屈原的人格美与离骚 “民”字解》中指出，在 《离骚》中，既有

“哀民生之多艰”，也有 “民生各有所乐兮”，故而 “‘民’字作 ‘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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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郭沫若：《离骚今言译》，《屈原》，开明书店 １９３５年版，第 ８７页。
郭沫若：《离骚今言》，《屈原研究》，群益出版社 １９４３年版，第 １５７页。
郭沫若：《屈原赋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５３年版，第 ９４页。
郭沫若：《释臣宰》，《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 １卷，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２年版，第 ６５页。
郭沫若认为：“最有趣味是民与臣两个字，在古时候本都是眼目的象形文。臣是竖目，

民是横目而带刺。古人以目为人体的极重要的表象，每以一目代表全头部，甚至全身。

竖目表示俯首听命，人一埋着头，从侧面看去眼目是竖立的。横目则是抗命平视，故古

称 ‘横目之民’。横目而带刺，盖盲其一目以为奴征，故古训云 ‘民者盲也’。这可见古

人对待奴隶的暴虐。”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郭沫若全集·

历史编》第 ２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２年版，第 ４１～４２页。
闻一多：《离骚解诂甲》，《闻一多全集》第 ５卷，湖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 ２９５～
２９６页。



讲，还不如就作 ‘余’字讲似乎更妥当呢”，“民”字 “就作 ‘人’讲”。①

林庚用 “诗人的锐眼看中国文学史”，在他那里，“《楚辞》代表 ‘相反的浪

漫的创造的精神’，所追求的是 ‘一种异乡情调和惊异’，也就是 ‘一种解

放的象征’”。② 所以他将 “民”字作 “余”“人”解，显然更能表现屈原的

“浪漫的创造的精神”。其实闻一多、林庚的观点跟郭沫若 １９３５年对 《离

骚》的解释一致，反映的都是 “五四”新文学精神在楚辞研究中的回荡，

只是后来郭沫若拥抱了人民，突出了屈原思想的 “人民性”，所以对 “民”

字有了新解。③

与释 “哀民生之多艰”中的 “民”为 “人民”相联系的，是郭沫若对

屈原作为 “人民诗人”的反复强调。“同情人民、热爱人民，这是屈原的基

本精神。”④ “屈原尽管是贵族，但他是爱护人民的，以人民的声音为声音，

以人民的痛苦为痛苦。这就是屈原所以赢得两千多年来的人民都同情他的地

方。”⑤ 郭沫若对屈原作为 “人民诗人”的强调，还突出表现在 《屈原赋今

译》中对民间歌谣的采用上。“屈原的诗的形式主要是从民间歌谣体发展出

来的，所使用的语汇也多是人民的语言。”⑥ 这主要体现在 《九歌》今译

中。郭沫若将 《东皇太一》第一节译为：“日子好，天上出太阳，／高高兴
兴，来敬东皇。／你两手按着宝剑，宝剑长又长；／剑鞘上，玉饰多辉煌！／
全身的佩玉，风吹得丁丁当当。”此外，郭沫若对 《礼魂》的翻译也体现

了相似的情调。⑦ 这些今译出的诗句跟民谣十分相近。通过民谣，郭沫若在

屈原和人民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跟历代文人对于 《九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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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所指的到底是什么？若 ‘民’作人民大众解，那么人民大众既然是 ‘多艰

了’，为什么又说 ‘各有所乐’呢？何况 ‘民生’之下所说的都是 ‘余’怎样 ‘好修’，

而且都坚决到 ‘九死未悔’‘体解未变’，屈原在这里是一再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可是

如果 ‘民’是指人民大众，则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屈原岂不偏要与人

民站在相反的方向吗？这是讲不通的。”见林庚： 《屈原的人格美与离骚 “民”字解》，

《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古典文学出版社 １９５７年版，第 ５８、５９页。
参见朱自清： 《什么是中国文学的主潮？———林庚著 〈中国文学史〉序》， 《标准与尺

度》，三联书店 １９８４年版，第 １２１页。
有意味的是，尽管闻一多不同意释 “人”为 “人民”，但在 １９４５年，他在 《神话与诗》

中也明确指出了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参见闻一多：

《神话与诗》，江西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８年版，第 １２８页。
郭沫若：《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人民日报》１９５３年 ６月 １５日。
郭沫若：《人民诗人屈原》，《中国青年》１９５０年第 ４２期，第 ４２页。
郭沫若：《屈原简述》，《屈原赋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５３年版，第 ４页。
郭沫若将 《礼魂》翻译为：“唱着歌，打着鼓，／手拿着花枝齐跳舞。／／我把花给你，你
把花给我，／心爱的人儿，歌舞两婆娑。／／春天有兰花，秋天有菊花，／馨香百代，敬礼
无涯。”见郭沫若：《屈原赋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５３年版，第 ３６～３７页。



理解显然不同。郭沫若说：“以前的注解者，不懂这种古代情形，动辄便以

为是屈原的寄托，爱扯到君臣之间的关系上来，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一

回事。”①

不过，在 《屈原赋今译》中，我们仍能感受到强烈的 “五四”色彩，

那种对个性的讴歌、对孤独感的抒写。《离骚》中有：“?郁邑余?傺兮，

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郭沫若今译为：

“我忧郁，我不安，我感受着孤独，／我孤独地遭受着今世的困穷。／我就
使淹然死去而魂离魄散，／也决不肯同乎流俗，屈节卑躬。”《涉江》中
有：“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

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郭沫若今译为：“一望无涯地在

下着水雪，／浓厚的乌云在天空密布。／可怜我的生活毫不愉快，／一个人
逃避在这样的山里。／我不能改变志趣随波逐流，／故应该忧愁痛苦而至于
死。” 《抽思》中有：“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思蹇产之不释

兮，曼遭夜之方长。”郭沫若今译为：“心里的忧愁万分郁结，／孤独地唉
声叹气，不断悲伤。／思来想去，怎么也不能开怀，／只恨长夜漫漫，天总
不亮。”②

这种对个性的张扬、对孤独悲伤的反复咏叹、对浪漫情怀的彰显，同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要求融入集体的新时代氛围是不合拍的，也与 《九歌》今译

中凸显的 “人民性”不大相称，对此，郭沫若在 “解题”中并没有解释。有

论者注意到，１９４９年后屈原研究中透露出 “知识界在自身和群众的关系上、

在创造性个人和集体主义社会的关系上的含混不决的态度”。③ 对此 “含混

不决”，王璞认为郭沫若进行了 “想象性解决：伟大的历史个人可以成为人

民群众的诗歌喉舌、乃至人民革命的歌手”。④ 其实这只是针对 《九歌》的

部分解决。当郭沫若对 《离骚》《九章》中那些充满个人孤独感的诗行进行

今译时，他根本就没有打算将这些情绪用 “人民性”来统摄。他虽然在

《九章》的 “解题”中也谈到 “达”“雅”，但却罕见地强调了翻译的 “信”

的原则——— “我的翻译，自信是相当忠实的”， “有些地方看来好像十分自

由大胆。但如仔细读了注文，便可以知道，我并不是毫无根据”。⑤ 这与他

使用民谣今译 《九歌》时对今译创造性的强调十分不同：“只要有相当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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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只要在逻辑上、韵调上合乎情理，我倒赞成不妨稍微胆大一点。译诗是

一种创作，读诗也是一种创作”，“我自己应该是属于胆大派的一个。这些

译文，有好些地方便是我的大胆的解释”。① 对翻译的忠实性的强调，体现

了郭沫若对研究对象作为独立主体的尊重。

１９５３年的郭沫若，一方面在 《九歌》今译中强调 “人民性”，另一方面

在 《离骚》《九章》今译中 “忠实”地翻译了屈原作为抒情诗人的孤独情

绪。这两种话语并不协调，也没有得到 “想象性解决”，而是并存于郭沫若

的 《屈原赋今译》中，体现了郭沫若屈原言说的复杂张力。

五、小结

郭沫若的屈原言说长达６０余年，在这６０余年中，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
的变化，郭沫若的屈原言说的侧重点也经历了相应的变化。在 “五四”时

期，他强调屈原的个性解放和浪漫抒情的一面；在全面抗战时期，他突出屈

原作为 “民族—人民的”诗人的一面；在 １９４９年后，他强调屈原 “人民

性”的一面。但这些强调都不是绝对的：一方面，他的屈原言说始终建立在

他独特的屈原研究基础之上，他对于屈原某些方面的特点有着一贯的理解；

另一方面，他在根据时代需要突出屈原的某一面向时，也没有忽略和时代不

合拍的其他面向。这体现出他尊重作为对象的屈原本身的自足性，也体现出

他在借用古典上的复杂张力。郭沫若的屈原言说始终和他所处时代的需求及

个人处境密切相关，屈原言说也就成为管窥其心境及其对时代主题的个人阐

释方式的重要途径。

（责任编辑：陈华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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